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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弱者保护的角度谈消费者身份的界定

刘卫华

（佳木斯大学，黑龙江  佳木斯　154007） 

【摘　要】界定消费者身份是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前提。本文在分析我国关于消费者身份界定
的争鸣之后，将消费者界定为末端市场交易过程中的结构性弱者，并提出判断消费者身份的参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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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消费者身份界定的争鸣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过程中，消费者属于基础性

的概念；认定某主体具有消费者身份，是适用《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前提。在纠纷解决过程中，某

主体如果被认定不具有消费者身份，就意味着他不

能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权利。

在我国，消费者往往被界定为“为满足生活消

费需要而购买、适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但

这一具有通说地位的概念，除了重申《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二条已经明确的立法信息之外，没有提

供多少有效的信息增量，对现实纠纷处理过程中消

费者身份界定工作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

在当前，消费者身份的界定依然是我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研究和适用过程中颇具争议的一个

问题。争议的焦点主要包括三个：1、能否把消费

目的、消费动机作为界定消费者身份的依据；我国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满足

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其权益

受本法保护。很明显，“满足生活消费需要”是购

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和动机。那么，消

费者身份的界定能否以消费目的、消费动机作为依

据呢？这是第一个争议焦点；2、什么是“生活消

费需要”；3、消费者是否仅限于自然人。

下面我们一一进行分析：

1. 能否以消费目的、消费动机作为界定消费者

身份的依据

多数人认为，应该把消费目的、消费动机作为

界定消费者身份的依据，这可以称为“肯定说”。

另外，还有“否定说”，比如王利明教授认为：“判

断是否生活消费不应考虑购买者的目的和动机”，

也就是说，不应把消费目的、消费动机作为界定消

费者身份的依据；

本人认为以王利明教授提出的否定说在逻辑上

的不能自洽。其一，王利明教授在论证完“判断是

否生活消费不应考虑购买者的目的和动机”之后，

马上又指出：“判断某个人是否是消费者可以从如

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第四，个人购买商品和接

受服务是否为了将商品或者服务再次转手；第五，

购买某种商品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还是满足生产消

费……”。这属于自我否定。其二，王利明教授将

消费者界定为“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的人”。可问题是，“满足生活消费需要”

是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目的和动机，“非

以盈利为目的”同样是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

的目的和动机；“非以盈利为目的”无非是强调消

费目的的非盈利性，而非盈利性目的仍然属于消费

目的的范畴；在界定消费者身份时，无论是强调“满

足生活消费需要”还是强调“非以盈利为目的”，

都是从消费目的、消费动机的角度进行界定，两者

在界定方法上有差别，在界定角度上没有差别。

2. 什么是“生活消费需要”？主要包括经验法

则说和非盈利说两种。

（1）经验法则说  梁慧星教授认为：按照一

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一次购买、使用一部手机足

矣，如果一次购买六、七部手机，硬说是“为生活

消费的需要”，就不符合一般人的社会生活经验，

因此不能界定属于“生活消费”。

对经验法则说，笔者不能苟同。其一，一个人

仅仅因为购买的商品太多——超出了一般人的生活

经验，他就是消费者了，就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保护了：这样的经验法则恐怕并不符合“一般人的

生活经验”。如果真存在这样的生活经验，剁手党

这个名词就不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其二，用共

性抹杀个性、用典型否定非主流：这样的经验法则

在逻辑上说不通。一般人不爱吃榴莲，爱吃榴莲的

就不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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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非盈利或非获利说   王利明教授用排除

的方式从反面界定“生活消费”，认为：消费者是

非以盈利为目的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

笔者以为，自古至今，一切生命体，要想存续

下去，都需要从外界获取资源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

作为一个生命体，人始终都在消费；但消费者这一

法律角色的出现、这一法律身份的诞生，是近代才

出现的事。

研究一下世界范围内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历

史，我们可以发现：消费者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主

体，或者说，它不关注消费主体的生物学特征；消

费者是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是消费者运动的

结果，是立法者为解决消费者问题而创造的一个与

经营者相对应、相区别的法律角色。这一角色的特

点在于市场谈判能力低下及由此决定的法律对其进

行特殊保护的必要。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交

易双方讨价还价的能力虽有差别，但一方无法对另

一方形成长期、固定的结构性优势。到了消费时代，

经营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市场掌控能力越来越强，

而消费者由于主体分散性、行为非职业性等天然特

征，他们在面对经营者时，讨价还价的空间日渐萎

缩。面对经营者由于结构性优势所产生的任性，作

为结构性弱者的消费者除了认命之外，并没有多少

反制手段。如果任由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市场就会

崩溃，社会将出现倒退。为避免这一灾难性后果，

立法者在总结消费者运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设计

出一个有别于以往的法律角色——消费者，并对其

进行特殊保护。

消费者这一法律角色的设置与消费目的、消费

动机的盈利性、获利性没有冲突。消费者在市场参

与过程中需要特殊保护，是因为消费者在市场交易

中处于弱势地位，属于末端市场交易过程中的结构

性弱者。但弱者不等于非利己主义者。实际上，在

商品社会的市场交易过程中，绝大多数交易参与者

参与市场交易的目的和动机都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

要，都是为了获利；偶然性的非获利行为的出现虽

不可排除，但属于低概率性行为，不能也不应成为

立法的逻辑出发点，更不可能成为法律的强制性要

求。而且，2008 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认定

某些金融客户具有消费者地位逐渐成为通说并获得

我国立法机关及相关行业管理部门的支持；而非盈

利说、非获利说对“金融消费者”这一法律概念缺

乏解释力。因此，以“非盈利性”“非获利性”界

定“生活消费需要”也不妥帖。

3、消费者是否仅限于自然人。肯定说认为消费

者仅限于自然人；否定说认为消费者不限于自然人

还该包括单位。对于这一争议焦点，我在后面讨论。

二、消费者身份界定的视角和参考因素

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我国学术界对消费者身份

的界定虽见仁见智，但界定的模式基本相同，即将消

费者界定为“基于……目的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

服务的人”，其依据都离不开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二条的规定，即“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

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

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

笔者认为，这种界定模式虽然未为不可，但存

在结构性的缺陷。“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

所说明的是消费的类型，“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 

基于非盈利目的”“基于非经营目的”“基于非生

产性消费目的”等所说明的是消费的目的和动机。

因此，上述界定模式对消费者身份进行界定的出发

点是消费行为的特性而非消费者的特性。然而，在

商品社会、在消费时代，法律对消费者予以特殊保

护，是基于消费者的特质，是基于消费者在特定市

场交易中环境中的弱势地位。我们应从某主体是否

具有消费者特质出发，确定消费者身份界定的视角

和参考因素。另外，笔者认为，我国《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第二条的立法目的不是确定消费者的含义

而是明确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依据及相互关系：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有规定的，依《消费者权益

保护法》进行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没有规

定的，依其他法律、法规进行保护。界定消费者身

份可以但没有必要一定以该条文作为出发点或者依

据。笔者以为，在商品社会、在消费时代，法律对

消费者予以特殊保护原因和历史合理性在于消费者

属于末端市场交易过程中结构性弱者的特质；所以，

应将界定消费者身份的视角调整为某主体是否属于

末端市场交易过程中结构性弱者，并以此出发点提

出界定消费者身份的若干参考因素。

那么，如何判断某主体是否属于末端市场交易

过程中结构性弱者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我国最高

司法机关的做法。2014 年 1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

院在第 23 号指导性案例《孙银山诉南京欧尚超市

有限责任公司江宁店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指出：职

业打假人实际上是时常、主动行使监督权利的消费

者；职业打假组织进行有组织、职业化的活动，不

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的界定。注意

最高院的措辞：职业打假人、职业打假组织，有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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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化的活动。显然，职业打假人与职业打假组织

的本质区别既不是消费目的、消费动机的差异，更

不是购买商品数量的差别；其本质区别在于两者在

主体组织化程度和行为职业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

换句话说，在最高司法机关看来，职业打假人之所

以是消费者，是因为具有主体非组织化、行为非职

业化的特点；职业打假组织之所以不是消费者，是

因为具有主体组织化、行为职业化的特点。

受此启发，我们在判断消费者身份时，可以从

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其一，相关主体是否属于弱者。消费者在市场

交易过程中之所以是弱者，是由其主体非组织化、

行为非职业化的特点决定的。因此，在界定是否属

于消费者时，应该把相关人员的主体组织化程度、

行为职业化程度作为切入点：非组织化主体实施非

职业化消费行为时，属于消费者；组织化主体实施

职业化消费行为时，不属于消费者。在判断消费者

是否包括单位、是否仅限于单个自然人时，同样可

以把相关人员的主体组织化程度、行为职业化程度

作为切入点：除了实施非职业化消费行为的单个自

然人属于消费者之外，实施非职业化消费行为的非

组织化的自然人的组合，比如旅游团、团购者等，

也属于消费者；另外，单位在购买、使用商品、接

受服务时，只要其消费行为属于非职业化行为，就

属于消费者。另外，弱者是相对应强者而言的。消

费者是与经营者相对应的一个法律角色；所以，判

断消费者身份时，交易相对方是否属于经营者也可

以作为一个参考的因素。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没有明确经营者的含义，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

2 条第 3 款：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

营或者营利性服务（以下所称商品包括服务）的法

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价格法》第 3 条第 3

款规定：本法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从事生产、经营商

品或者提供有偿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反

垄断法》第 12 条：“本法所称经营者，是指从事

商品生产、经营或者提供服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

他组织。”鉴于《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的时间是

1993 年、《价格法》通过的时间是 1997 年、《反

垄断法》通过的时间是 2007 年，考虑到新法优于

旧法的原则，可以确定：是否以营利为目的不再是

判断经营者身份的标准。从这一点出发，笔者认为：

某些提供商品或有偿服务的组织以自己“属于公益

单位、不以营利性为目的因而不是经营”为理由否

定其服务对象属于消费者的主张从立法本意看是不

成立的。

其二，相关主体是否属于的结构性弱者。消费

者是与经营者相对应的一个法律角色；在与经营者

进行交易的过程中，消费者的弱者地位具有固定、

必然、不可逆转的特征，因而属于结构性弱者。就

如同刑事诉讼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弱者

地位具有固定、必然、不可逆转的特征，因而属于

结构性弱者的一样。

其三，相关主体是否属于市场交易过程中的结

构性弱者。消费者是市场交易过程中的结构性弱者。

在非市场交易过程中，比如刑事执法、行政执法过

程中，也有结构性弱者，但他们并非消费者而是犯

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行政相对人，其权益受《刑

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保护。

其四，相关主体是否属于末端市场交易过程中

的结构性弱者。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属于市场交

易过程中的末端交易，消费者是商品和服务的最终

使用者和接受者，是经营者不诚信行为所产生的危

害结果的最终承受者。在非末端市场交易过程中，

也有结构性强者和结构性弱者，比如说垄断企业和

中小企业；但对非末端市场交易过程中结构性弱者

的保护，由《反垄断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负责。

从是否属于末端市场交易过程中结构性弱者的

视角出发，笔者以为，界定消费者身份可以参考下

列因素：（1）取得交易资格的难易程度：交易资

格的取得是否需要登记，是否需要相关机关的批准；

（2）内部分工的明确性和固定性：消费者即使由

多人组成，其内部也没有明确的、固定的分工；（3）

行为的规划性、长期性和专业性；（4）交易信息

偏在的程度；（5）是否是商品或服务的最终使用

者或者接受者；（6）交易对方是否属于经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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